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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进村与乡村公共品供给不平衡
———基于村干部能动性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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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项目进村作为推动乡村有效治理的重要手段,在乡村振兴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中国乡镇民主

与治理调查(CRDGS)数据,实证检验了村干部能动性和干群信任质量在项目进村过程中对乡村公共品供给不平

衡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庄资源禀赋优势越明显,村干部能动性越强,越能吸引项目进村落地;反之,村庄前期资源

禀赋劣势越明显,村干部能动性越弱,项目进村落地的成功率也越低,项目进村的差异性间接导致乡村公共品供给

不平衡。此外,干群信任质量越高,越能激发村干部“跑项目”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促进项目进村“最后一公里”成功

落地的概率,减轻乡村项目供给上的不平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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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费改革之后,村庄公共品供给除了普惠性的科层制政府项目之外,大多只能依靠申报竞争性的政府项

目以及自筹方式来进行村庄建设,乡村自身的资源禀赋差距间接导致农村公共品供需失衡和错配问题①。
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协同背景下,由于不同乡村之间在项目进村过程中获取公共资源的能力上存在

差异性(本文仅指竞争性项目进村),前期资源禀赋较好的村庄在项目进村中往往更具优势,造成基础条件较

好的村庄与资源禀赋相对较差的村庄之间存在村干部“跑项目”和“躲项目”的极端现象,直接造成项目进村

过程中的“马太效应”②,即存在部分“富村愈富、贫村愈贫”的现象,乡村公共品供给不平衡程度存在两极分

化趋势。在不同乡村之间项目供给上,有限的政府项目资源普遍存在选择性供给,村干部在“跑项目”上的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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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程度对项目进村具有重要作用,但上级政府垂直管理部门在项目供给上却存在明显的“相机抉择”行为①,
毕竟自上而下的公共品供给模式下,基层村干部的能动性并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干群信任质量对于项目的

“最后一公里”落地实施也至关重要。
为此,本文基于村干部能动性的视角,探讨项目进村过程中影响乡村公共品供给不平衡的作用机制。由

于村干部对“跑项目”的努力程度在村干部政治资本获取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也是维持其自身利益的重要体

现,而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信任质量也决定着项目能否进村并成功落地实施,成为项目进村“最后一公里”难
题②。本文的主要创新点在于:一是从村干部能动性的视角,分析村干部在“跑项目”过程中的行为动机,并
探讨村干部“跑项目”的努力程度对乡村公共品供给不平衡的作用机理;二是从干群信任质量的维度分析了

村干部在不同场域下积极“跑项目”和“躲项目”的行为逻辑,阐释了项目进村过程中干群信任质量对乡村公

共品供给不平衡的影响机制;三是构建政府信任、人际信任和交易信任的分类框架,通过信任的广度和深度

指标来衡量信任质量,有利于为丰富相关文献提供新的理论和经验证据。
一 理论假说

分税制改革后,农村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造成村庄内部存在严重的“财空权虚”问题③。虽然每年都有

大量的惠农项目进入农村,但在不同村庄之间分配上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惠农项目主要包括普惠性和竞

争性两类,普惠性项目由于涉及面广、人均项目资金少的特点,难以支撑乡村公共品的投资建设;农业税取消

后,通过“跑项目”来争取各类竞争性项目成为各地村干部发展本村经济和维持自身政治资源的重要渠道。
较多满足条件的村庄和有限的竞争性项目之间的矛盾是造成村庄之间项目供给不平衡的直接原因。县级政

府对于竞争性项目分配具有较大的决定权和选择权,这也直接为村干部运用各种关系和资源去“跑项目”提
供了空间,成为项目进村资源分配中的重要前提。由于项目进村涉及的资金规模相对较大,基层政府在公共

品供给和执行过程中存在选择性供给和“逐利塑权”的动机④,使得在项目资源配置上,各乡村往往需要不断

向上“跑项目”才有可能实现项目进村。村干部“跑项目”的能动性越强,向上级政府垂直管理部门去积极争

取项目落地的主观动机也越强。干群信任质量可以提供稳定的心理预期,进而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

交易成本。相关研究也表明,信任对于降低合作或交易的信息搜寻成本、协商成本、监督和执行成本,契约安

排及防御成本都具有明显的效果⑤。特别是对于干群信任质量越高的村庄,项目进村的交易成本也相对越

低。村干部与政府垂直管理部门的合作关系越融洽,在项目分配上政府垂直管理部门往往具有一定的相机

抉择偏好,从而使得村干部的个人能力和“面子”在项目进村过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作用⑥,这也间接地造成

不同村庄村干部能力和干群信任质量的差异性带来不同乡村公共品供给上的差异性。由此,得出如下假说:

  H1:干群信任质量越高、村干部的个人能力越强,以及村干部与上级政府部门的关系越紧密,越有

利于该村庄“项目进村”的落地实施,有可能间接扩大村庄之间乡村公共品供给的不平衡程度。
虽然政府垂直管理部门更倾向于将农村公共品投入到信任质量更高的乡村社会,但也不容忽视的是基

层政府在整个决策体系中的作用,老百姓对村干部的工作满意度评价也是维系和提升干群信任质量的重要

体现。由于乡村社会“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思想,对于邻近区域农村公共品不平衡的容忍程度较低。
村干部往往把项目进村作为维系其个人政治资本的重要筹码,普遍存在“相机行事”的治理取向⑦。村干部

会选择性地自下而上地争取各种竞争性项目,凭借村干部个人能力和政治资源来获得项目资源的进村,村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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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争取项目的努力程度逐渐成为维系和巩固其政治资本和声誉资本的重要砝码。即村干部与上级部门的关

系越好,彼此之间的信任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提升项目进村的成功率。但在实践中,部分项目进村(如田园综

合体项目、“一村一品”项目)需要所在村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或者承载项目发展的条件,而经济基础和项目

承载条件等资源禀赋较差的村庄,村干部“跑项目”的努力程度越弱,竞争性项目最终成功落地的概率也越

低,从而导致不同资源禀赋条件和不同类型的村干部在项目进村过程中存在选择性的“跑项目”和“躲项目”
现象,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乡村公共品供给上的不平衡。为此,提出如下假说:

  H2:经济基础和项目承载条件好的乡村,村干部“跑项目”的能动性和努力程度越高,越有利于获得

项目进村的资格;反之,经济基础和项目承载能力越差的村庄,村干部的能动性和争取项目的努力程度

越低,越不利于项目进村,间接导致乡村公共品供给的不平衡。
在税费改革之前,我国乡村项目供给模式基本上实行“制度外的自上而下决策机制”①。税费改革之后,

由于政府主要以“专项资金”的方式将大量惠农资金投向农村,造成乡村项目供给“自上而下决策机制”被强

化,形成公共品供给制度内的自上而下决策机制②。而村干部在“跑项目”中则采取“自下而上”的竞争锦标

赛模式,政府在项目进村中普遍存在“相机行事”的治理取向③,当村干部与政府部门之间的信任质量越高

时,村干部在村民中的权威性也越强,越能促进项目进村的成功落地和实施。随着信息公开制度的不断完

善,政府项目审批之后往往需要进行信息公开。同时,在重塑乡村治理体系框架下,村干部的主观能动性、健
全的村规民约以及群众对政府的满意度评价等事项也被部分地方基层政府纳入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④。村

干部的选举和声誉机制有利于地方政府根据民众要求进行公共品投资⑤,提高公共品供给和服务的匹配满

意度。声誉机制的作用和信息公开机制的不断健全,有利于降低乡村干部在公共品资源配置上“相机抉择”
造成的公共品供给上的不平衡。虽然这种歧视性偏见不可避免,但随着体制机制的不断改革健全,在一定程

度上将呈逐渐收敛的趋势。由此,得到如下假说:

  H3:信息公开和声誉软约束越强,越能约束村干部在资源配置上“相机抉择”,从而降低项目供给上

的不平衡程度。
二 数据来源、变量测度及说明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居民微观调查数据来自2008年7月至2011年4月进行的中国乡镇民主与治理调查

(CRDGS)⑥,主要针对农户社会意识和政府满意度等方面进行访谈调查。样本覆盖四川、云南、河南、天津、
江苏、河北、浙江、湖北、甘肃和北京等十个省、市,涉及24个乡镇56个村,调查农户有效问卷2329份。该数

据样本采用非概率抽样方法,在每个乡镇选取2-3个村,然后根据所调查的农户所有家庭成员进行问卷调

查(除去未成年人和年纪过大和交流困难者)。调查内容包括村民与乡村干部在政治信任、社会资本、基层治

理创新和民主发展等方面,通过项目公共品供给的需求方来间接测度项目供给层面的不平衡状况。
(二)信任的分类

已有研究大多基于不同视角对信任进行了多维度的界定,普遍认为信任是构成交易或者合作关系的基

石。正因如此,信任被普遍认为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一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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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资本①。中国乡村社会具有典型的以家族为中心的差序格局特征②,这种社会格局下的信任可划分为三个

层面:一是人际信任,是指基于血缘、地缘及宗族等为纽带的信任;二是交易信任,是指基于交易活动以及经

济互动产生的信任;三是政府信任,是指基于对政府部门制定的正式制度(法律法规等)的信任。信任质量是

建立在这三个维度基础上的用于促进交易与合作的有效程度,即有效信任的部分。
根据前面的分析,本文把信任变量分为人际信任、政府信任、交易信任三个层面:以对“自己家人的信

任”、“亲戚的信任”、“好朋友的信任”、“对陌生人的信任”等指标来衡量人际信任水平;以对“本地法院”、“省
级党委和政府”、“县级党委和政府”、“本地的乡镇党委和政府”、“本地警察”的信任度等指标来衡量政府信任

水平;通过对“生意伙伴或合伙人”来衡量交易信任水平。根据调查问卷中对信任的表述,本文将信任的变量

进行优先序排列,发现信任的最核心圈层主要是围绕以家人、亲戚和好朋友之间人际信任,然后扩展到以政

府职能部门等为基础的政府信任,最外围的是以生意伙伴为主的交易信任,最不信任的层面来自于陌生人。
为了将信任变量减少为几个便于分析的变量,本文对这些信任变量进行因子分析,得到 KMO检验值为

0.852,Bartlett检验p值为0.000,说明变量之间存在相关性可以进行因子分析。此外,结合变量的特征值

和对方差的贡献共提取3个信任因子,对方差的贡献度累计达到65.05%,运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法得到因

子旋转载荷矩阵。根据不同变量在因子上的载荷,分为“政府信任”因子、“亲朋信任”因子和“交易信任”因
子,三类信任因子的载荷分别达到0.7548、0.7503和0.58,说明这三类信任因子能够大部分解释现有社会格

局下的信任关系状况,相关问卷设置和变量选取总体上代表了信任质量水平,为有效检验信任质量提供科学

依据。
(三)信任质量测度

为了测度信任质量,借鉴信任中心度理论和Hochberg③ 对测度人际关系信任质量的指标体系,我们选

取农户和乡村干部之间的联系作为网络节点,通过信任广度和信任深度来构建信任质量指标。目前,该测度

指标体系广泛应用于校友关系、社会关系、政社关系网络等层面④,成为测度人际关系网络中信任广度和信

任深度的重要指标⑤,得到较多学者的认可。

1.信任广度指标

信任广度一般包括直接信任和间接信任两个维度。在直接信任(Degree)层面,主要是衡量农户与村干

部i直接联系的数量,该指标值越大,说明村干部与农户之间在业务范围和服务广度上越大,相比未产生直

接联系的农户而言,二者产生直接信任关系的强度也可能越高,村干部在争取项目方面可能会对具有直接信

任和关系强度越高的村庄给予优先照顾。直接信任计算的是政府人员或乡村干部i的信任圈内直接面对的

农户数。具体表达式为:Degree=∑
j
Xij/(g-1)。其中i为政府人员或乡村干部,j为农户,Xij 表示i,j的

网络连接,如果二者存在信任关系,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g为网络节点总数,g-1主要用来消除规模差

异。在间接信任层面,主要是通过信任中介 (Between)指标来衡量。信任中介通过政府人员或乡村干部i
的连接,测度农户与乡村干部之间通过间接方式被连接起来的数量,比如乡村干部通过当地能人或人缘关系

强 的 农 户 来 间 接 联 系 到 的 农 户 数,反 映 间 接 信 任 关 系。 具 体 计 算 公 式 为:Between=

∑
j<k

gjk(ni)/gjk( )/ (g-1)(g-2)[ ] 。其中,gjk 是两农户对公权力信任之间经过的路径数,gjk(ni) 表示两个

农户对公权力信任网络联系中包含的政府人员或乡村干部i的数量。信任广度从直接和间接两个维度考察

农户与村干部之间的信任关系程度,为定量化的考察干群信任关系提供了科学测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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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柯荣住《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经济研究》2002年第10期,第59-70、96页。
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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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JournalofFinance62,no.1(2007):25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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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宇、赵静梅、何欣《校友关系网络、基金投资业绩与“小圈子”效应》,《经济学(季刊)》2016年第1期,第403-428页。



2.信任深度指标

亲疏中心度主要是指在信任关系网络中,与村干部或村民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所有节点数的倒数。即

亲疏中心度计算的是村干部i所有信任程度关系之和的倒数,这也意味着乡村干部i的信任程度越高,其平

均与每一个农户的信任关系资源就越少。其计算公式为:Close= ∑
k

j=1
d(i,j)( )

-1,其中d(i,j)是两个节点i

到j的最短信任程度之间的差值。

3.信任质量指标处理

首先,直接信任反映的是信任的广度,该指标越大,说明乡村干部被信任的范围越广,社交圈子交集越

多,在民众心中的影响力和威权力越大。然而,信任的广度越大,信任的冗余就会越多,信任的质量就会受到

影响。其次,信任中介主要反映信任的控制程度,反映村干部与村民之间传递信任的独立性。该指标越大,
说明该关键人物的信任广度越高,但也无法避免关键人物通过隐瞒或者扭曲民众的信任来误导农村公共品

的供给。最后,亲疏中心度衡量的是信任传递的质量①,该指标越大,信任被传递的速度和真实度越高。相

比信任广度指标而言,亲疏中心度指标反映的信任质量和深度较高,但独立性较弱,往往需要依赖其他人的

传递信息。

4.项目供给不平衡测度

目前,国内针对农村项目供给相关的资料信息未能有效公开,无法直接从已有资料中检验项目供给方如

何选择项目资源分配状况,但对乡村地区的项目需求却能较好地测度,比如村民对政府项目是否落地以及是

否得到有效开展实施。为了反映项目供给不平衡程度,我们根据调查问卷中村民对乡镇基层政府在项目供

给和服务方面的综合评价来间接测度公共品供给的不平衡程度,从需求的视角来检验供需匹配的差异性,也
是目前学术界较为常用的做法。具体而言,我们根据问卷调查内容,对问卷中涉及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老
弱孤残救助、医疗卫生服务、农林牧渔技术指导、村民困难及时处理等执行情况、农业救济补贴、教育环境改

善以及保护环境等八个方面来体现乡村项目供给状况,然后根据村民对相关问题的评价进行赋值,分别为很

不好=1;不太好=2;一般=3;比较好=4;很好=5。根据赋值后的结果求得各自村民的公共品供给水平的

评价均值,然后根据综合评价均值进行排序,测算出公共品供给不平衡程度。具体计算公式为:Imbalance

=∑
n

i=1
WiYi+2∑

n-1

i=1
Wi(1-Vi)-1。其中,Wi 是按照分组后各组人口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Yi 代表按公共品

供给水平的评价从低到高排序后,各组人口对公共品供给的评价指数占评价指数总额的比重;Vi 是Yi 从i=
1到i的累计数。在分组计算中,首先对数据按照公共品供给评价指数从低到高进行排序,同时保持各组的

组距相等,然后根据计算公式进行计算。不平衡程度界于0-1之间的数值,不平衡程度为0时表示绝对平

等,不平衡程度为1代表绝对的不平衡。本文采用乡村调查数据中同一县村民的公共品供给指数来反映项

目供给不平衡程度。
(四)变量赋值及说明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项目供给不平衡程度,核心解释变量为村干部的能动性和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信任

质量,信任质量分为信任广度和深度两个层面,通过直接信任、信任中介和亲疏中心度来反映。个人层面的

控制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宗教信仰、政治面貌、民族、职业身份等;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

年收入和自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政治民主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当地乡(镇)长或书记选举公平程度、民主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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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信任质量的具体处理步骤如下:首先,对每位乡村干部命名一个唯一的标识,然后根据信任关系整理出村干部与村民的矩阵A[0,1],如果二

者之间存在信任关系,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其次,将二模矩阵A[0,1]与其转置矩阵相乘,得到新矩阵B,为满足信任网络一模矩阵的

要求,我们将矩阵对角线值全部赋值为0,对于矩阵非对角线上的数值,其大小对应着信任联系的交集个数。比如乡村干部只与一个农户存

在信任交集,则数值为1;如果乡村干部与两个农户存在信任关系交集,则数值为2;如果不存在信任交集,则数值为0。最后,得到一模矩阵

后,调用R软件的igarch包的中心度函数,分别得到每个公权力人员标准化后的三个信任指标(直接信任、信任中介和亲疏中心度)。对于

每个农户而言,我们以乡村干部的信任指标中位数作为信任关系网络的主要研究变量,并以信任指标最大值作为稳健性检验。



设满意度(见表1)。
表1.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说明

变量名 变量代码 变量赋值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差

项目供给不平衡程度 Imbalance [0,1] 0.2712 0.5366 0.4714 0.3591

村干部的能动性 Initiative 1=很不好;2=变差了;3=和以前一样;4=
好一点了;5=比以前好多了 1 5 3.4 1.724

直接信任 Degree [0,1] 0.0019 0.1318 0.0361 0.0227

信任中介 Between [0,1] 0 0.1519 0.0092 0.0228

亲疏中心度 Close [0,1] 0.2659 0.5258 0.4057 0.0759

控制变量

年龄 Age 单位:岁 16 90 41.23 14.203

性别 Gender 男=1;女=0 0 1 0.5347 0.4989

教育程度 Education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3;专科=4;
本科=5;硕士及以上=6 1 6 2.16 0.987

宗教信仰 Religion
基督教=1;佛教=2;伊斯兰教=3;道教=4;
民间宗教=5;其他宗教=6;无宗教=7 1 7 6.28 1.76

政治面貌 PoliticalSta-
tus

中共党员=1;共青团员=2;民主党派=3;无
党派=4 1 4 3.31 1.127

民族 Nation 汉族=1,其他民族=0 0 1 0.84 0.529

职业身份 Occupational
Identity

普通村民=1;教师=2;村干部=3;个体户=
4;企业老板=5;政府公职人员=6;学生=7;
其他=8

1 8 2.52 2.422

家庭年收入 Income

1=1000元以下;2=1000-2000元;3=2000
-4000元;4=4000-6000元;5=6000-
10000元;6=1-2万;7=2-3万;8=3-4
万;9=4-6万;10=6-10万;11=10万元以
上

1 11 5.85 2.044

自评家庭社会经济地
位

Socioeconom-
icStatus

下层=1;中等偏下=2;中等=3;中等偏上=
4;上层=5 1 5 2.54 0.79

当地乡镇长(或书记)
选举公平程度 FairDegree

非常公平=1;比较公平=2;不太公平=3;完
全不公平=4 1 4 2.34 1.46

民主建设满意度 Satisfaction
很满意=1;比较满意=2;不太满意=3;很不
满意=4 1 4 1.98 1.67

  三 计量结果分析

(一)村干部能动性对项目供给不平衡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反映村干部能动性对项目供给不平衡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方程:

   Imbalancecj =α0+δ1Initiativeicj +θiMicj +provincej +εij (1)
其中,Imbalancecj 代表位于省份j区县c的项目供给不平衡程度,Initiativeicj 代表位于省份j区县c第

i个村干部的主观能动性,Micj 代表控制变量,provincej 代表省份虚拟变量,εicj 代表随机扰动项。δ的大小

和方向用来判断村干部主观能动性对项目供给不平衡的影响程度和方向。
表2中模型1和模型2报告了村干部能动性对乡村项目供给不平衡程度的影响。采用OLS模型进行

计量回归,加入地区虚拟变量来更好地分离地区差异的影响和检验不同属性类型对因变量的作用,进一步提

高模型的精度。从表2中模型1的结果可以看出,当地村干部能动性越高,越能提高其向上级政府垂直管理

部门争取项目进村的成功概率,而且政府垂直管理部门对于争取项目的村干部也往往带有较强的选择性偏

好,造成政府垂直管理部门在有限的项目资源配给上会进行“相机抉择”,造成乡村项目供给上的不平衡。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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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好解决内生性问题对乡村项目供给不平衡的影响,在模型2中,我们把本地乡镇干部称职率①作为乡村

干部能动性的工具变量。一般而言,乡村干部称职率越高,乡村干部在谋求乡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共服务方

面的努力程度和尽职能力上也往往表现较好,而乡村干部的称职率与乡村干部能动性之间是相互独立的,满
足工具变量设定的原则,乡村干部称职率对项目供给不平衡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存在显著影响,说明村

干部的能动性越强,项目供给不平衡程度也可能越大。
表2.村干部能动性对乡村公共品供给不平衡的影响

变量
模型1
OLS

模型2
IV回归

Initiative 0.068***
(0.027)

0.064***
(0.031)

地区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F值 24.5141*** 27.128***

Aveadj.R2 0.312 0.307

观测值 2312 2316

  注:本表括号中的系数是经县级层面聚类修正后的稳健性标准误;***、**、*分别表示通过1%、5%和10%的显著

性检验。

(二)信任质量对项目供给不平衡的影响

为了进一步反映信任质量对项目供给不平衡的影响关系,我们建立如下估计模型:

Imbalancecj =α+β1Degreeicj +β2Betweenicj +β3Closeicj +θMicj +provincej +εij (2)

  其中,Imbalancecj 代表位于省份j区县c的项目供给不平衡程度,Degreeicj 代表省份j区县c第i个农

户的信任广度指标信任广度,Betweenicj 代表省份j区县c第i个农户的信任广度指标信任中介,Closeicj 代表

省份j区县c第i个农户的信任深度指标亲疏中心度,Micj 代表控制变量,provincej 代表省份虚拟变量,εicj

代表随机扰动项。
表3.干群信任质量对乡村公共品供给不平衡的影响

变量
模型1
OLS

模型2
OLS

模型3
OLS

模型4
OLS

Degree
0.032**
(0.021)

0.031**
(0.029)

Between 0.026
(1.937)

0.024
(1.812)

Close 0.029***
(0.037)

0.027**
(0.031)

地区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值 35.684*** 31.279*** 33.167*** 29.309***

Aveadj.R2 0.291 0.266 0.281 0.217

观测值 2299 2305 2306 2298

  注:本表括号中的系数是经县级层面聚类修正后的稳健性标准误;***、**、*分别表示通过1%、5%和10%的显著

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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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本地乡镇干部称职率的测度中,根据问卷中“您觉得本地的乡镇干部称职吗?”问题选项“绝大多数称职和大多数称职”进行统计,将选择该

选项的被访者与所在乡村调查户的比重作为乡镇干部称职率指标,再将该指标作为乡镇干部能动性的工具变量进行计量分析。



表3中模型1-4报告了信任质量对公共品供给不平衡程度的回归结果。从模型1中可以看出,直接信

任和信任中介都在5%的置信水平显著正向影响乡村项目供给不平衡程度,说明干群信任质量也会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到项目进村的有效落地实施。干群信任质量越高,越有利于项目“最后一公里”的落地执行,造成

干群信任质量的差异性带来不同乡村之间项目供给上的不平衡现象。进一步地,为了避免遗漏变量偏误造

成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控制变量中加入了职业身份变量,职业身份可以反映村民自身是否有通过自身职业

便利获取农村公共品资源配置的便利性,为自己乡村谋求私利。从表3中模型2-4的结果来看,代表信任

广度的直接信任和信任中介,以及代表信任深度的信任亲疏中心度变量的估计系数符号均为正,且在5%的

置信水平上统计显著,反映出干群信任质量越高,越有利于政府垂直管理部门对乡村公共品的针对性供给,
为推动项目进村提供有效便利,促使信任质量越高的乡村更容易获得项目供给。

(三)信任质量与村干部能动性的交互作用

为了更好地探讨信任质量与村干部能动性二者是否单独对项目供给不平衡程度产生影响还是存在交互

式的影响,构建方程(3)进行计量分析:

Imbalancecj =α0+δ1Initiativeicj +β1Degreeicj +β2Betweenicj +β3Closeicj +γ1Degreeicj ×Initiativeicj
+γ2Betweenicj ×Initiativeicj +γ3Close×Initiativeicj +θiMicj +provincej +εij (3)

在方程(3)中,各变量的定义与上文相同,重点在于考察干群信任质量和村干部的能动性二者交互项的

系数γ,如果交互项系数为0,表示信任质量和村干部的能动性二者是各自独立的影响项目供给不平衡程度。
如果村干部的能动性有利于缓解信任质量对乡村项目供给和配置上的“歧视”,那么交互项的系数将为正,否
则,该系数将为负数。

表4.村干部的能动性、干群信任质量对乡村公共品供给不平衡的交互作用

变量
模型1
OLS

模型2
ORLS

模型3
IRLS

模型4
IRLS

Degree
0.029***
(0.037)

0.030***
(0.019)

Between 0.024*
(0.131)

0.024*
(0.193)

Close 0.026***
(0.012)

0.027***
(0.014)

Initiative 0.143***
(0.029)

0.156***
(0.033)

0.161***
(0.031)

0.157***
(0.043)

Degree×Initiative
0.004***
(0.013)

0.003***
(0.012)

0.002***
(0.011)

0.003***
(0.007)

Between×Initiative 0.069
(1.824)

0.067
(1.819)

0.071
(1.787)

0.063
(1.814)

Close×Initiative 0.005***
(0.016)

0.004***
(0.018)

0.004***
(0.017)

0.004***
(0.015)

地区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F值 23.127*** 26.177*** 21.684*** 18.671***

Aveadj.R2 0.219 0.221 0.237 0.254

观测值 2312 2312 2312 2312

  注:本表括号中的系数是经县级层面聚类修正后的稳健性标准误;***、**、*分别表示通过1%、5%和10%的显著

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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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中报告了干部能动性与干群信任质量之间的交互项对乡村公共品供给不平衡的影响,从模型1的

结果可以看出,直接信任和村干部能动性的交互项(Degree×Initiative)与信任深度和村干部能动性的交互

项(Close×Initiative)在1%的水平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干群信任质量越高,越能够激发村干部“跑项

目”的能动性,为谋求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帮助。从村干部自身的角度来看,也可能是维护和巩固其个人政治

资本和声誉资本,甚至经济利益的重要方式。由于相关数据的缺失未能进行有效的实证检验,但已有结果并

未改变村干部在“跑项目”中的主观能动性对维系好当地和谐的干群关系、促进乡村经济建设和有效治理方

面的重要意义,这种资源优势禀赋透过竞争性项目的争取来发展当地经济,对带动所在乡村获得跨越式发展

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进一步地,通过使用迭代再加权最小二乘法(IRLS)来进行稳健性回归估计,
为减少异常值的干扰,通过对不同的点施加不同的权重,对残差小的点给予较大的权重,对残差大的点给予

较小的权重。我们再次对信任的广度和深度指标进行了稳健性的回归,表4中模型2-4的结果与模型1的

作用方向也基本一致,进一步验证了相关结果的稳健性。
(四)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虽然在上述基准模型中加入了控制变量和地区虚拟变量,但仍无法保证遗漏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
从理论上而言,村干部的能动性与干群信任质量之间也可能存在相互的因果关系,造成结果之间的内生性进

而造成估计结果的偏误。借鉴杨金龙①的做法,本文采用问卷中“您对当前社会公平满意程度”来衡量“社会

公平感”,从而构造社会信任质量的工具变量,社会信任质量是影响干群信任质量的重要基础,当社会信任质

量越高时,干群信任质量也可能会越高。社会公平感与信任质量之间相关但对公共品供给不平衡并未有直

接的关系,满足工具变量的独立不相关的条件。为此,将社会公平感作为工具变量代入上述基准模型中进行

内生性和稳健性检验。
表5.社会信任与乡村公共品供给不平衡: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变量
模型1
OLS

模型2
2SLS

模型3
IVProbit

社会公平感

0.038***
(0.027)

0.043***
(0.037)

0.027***
(0.03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平行假设检验 61.373***

第一阶段F值 21.376 19.492

观测值 2297 2296 2296

  注:第一阶段F值结果为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得出,括号内为稳健性标准误。***、**、*分别表示通过1%、5%
和10%的显著性检验。

社会公平感为工具变量来检验其对乡村公共品供给不平衡的影响发现(表5模型1),其回归系数均在

1%的显著水平为正,表明基准模型计量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进一步地,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
对社会公平感进行工具变量检验发现(表5模型2),社会公平感对乡村公共品供给不平衡显著相关,且F值

均大于10,通过弱工具变量的检验,社会公平感作为社会信任的外生变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表5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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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杨金龙《社会信任提升有益于农业转移人口创业吗———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

第5期,第81-91、205页。



3采用IVProbit模型检验社会公平感①对乡村公共品供给不平衡的影响,其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为

正,表明上述结论并未受到内生性问题而出现较大的偏误,计量结果仍然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此外,本文还

针对不同样本进行回归,发现相关结论仍然是稳健的。
四 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协同背景下,随着税费改革、财政分权以及城乡融合发展的深入推进,乡村

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成为乡村振兴面临的重要障碍,而竞争性项目供给不平衡成为制约乡村发展不

平衡的重要因素。在有限的乡村项目供给条件下,如何降低不同乡村公共品供给上的不平衡问题,对于缓解

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矛盾,深化乡村治理体制改革和乡村全面振兴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分

析了干群信任质量与村干部能动性对乡村公共品供给不平衡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项目进村过程中,村
干部个人能力和主观能动性越强,越能激发村干部向上“跑项目”的动力;村干部与村民的信任质量越高,越
有利于项目进村“最后一公里”的落地实施,二者共同影响到乡村项目供给不平衡。从作用机制来看,在争取

竞争性项目进村过程中,村干部向上“跑项目”的努力程度越高,往往有利于提升项目成功落地的概率,也在

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护和巩固村干部自身的政治资本和声誉资本。不同场域下的村干部对“跑项目”的努力

程度也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前期资源禀赋越好的乡村项目进村成功的概率明显偏高,导致前期经济基础较好

的村干部和经济基础较弱的村干部表现出“跑项目”和“躲项目”的分化现象。部分优势特色村变成乡村振兴

的亮点村,而贫困村除了普惠性扶贫项目和关照性项目供给外,在竞争性项目上往往处于劣势,造成部分主

观能动性较低的村干部对“跑项目”缺乏信心,形成“躲项目”的心理,从而造成富裕村和贫困村在竞争性项目

供给上的“马太效应”,最终导致乡村公共品供给不平衡。
本文研究结论在以下方面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首先,乡村干部和政府垂直管理部门人员要带头深入

基层,心入基层。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到群众中去倾听群众呼声,既要了解

项目建设的实情,也要注重不同乡村项目供给的公平性,才能真正合情合理解决问题,为民排忧解难,更好地

增强互信,从而降低项目进村过程中的“最后一公里”难题。其次,加强对乡村项目供给和资助等相关制度建

设的公开透明化。以公开促公正,以公平增互信,从而提高社会信任水平,注重项目信息公开化建设,积极构

建多渠道、多机制的公共品供给自愿筹资机制并采用以奖代补的措施提升乡村项目供给的质量和效率。最

后,在乡村振兴发展过程中,强化统筹规划引领制度的构建以及增强乡村竞争性项目和普惠性项目资源供给

的统筹协调均衡分配,降低乡村内部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责任编辑:钟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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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在社会公平感的测度中,根据问卷中“您对当前社会公平满意程度”这一问题中的选项“非常不满意=1,不满意=2,一般满意=3,满意=4,
非常满意=5”;然后,将满意程度为1,2,3选项的样本问卷自定义为不公平程度范畴=0,将满意程度为4,5的样本问卷自定为公平程度范

畴=1;最后,将该自定义问卷样本进一步代入作为工具变量进行计量检验。


